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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以华：媒体操纵与媒体伦理

媒体操纵与媒体伦理 
 

强以华 
 

（湖北大学哲学系） 
 

内容提要：首先，文章从当代经济与技术入手，指出了当代社会也就是传媒社会，并据此探讨了

当代社会作为传媒社会存在着媒体语言霸权以及媒体操纵的内在可能性。其次，文章从媒体语言霸权和

媒体主体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探讨了媒体操纵的三种类型和媒体操纵的两种主要形式，并且探讨

了媒体操纵的相关后果。最后，文章从确保媒体成为“公众语言的代言人”入手，探讨了防止媒体操纵

的媒体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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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伦理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方面，应当研究媒体设计、信息传播过程中面临的具体道德抉择问

题，例如信息披露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上述具体道德抉择问题的研究必须以假定媒体设

计、信息传播主体（即媒体主体）自身“已经”道德作为前提。其实，媒体作为当代社会具有语言霸权

的一种传播工具，往往成为媒体主体的操纵工具。因此，研究媒体操纵与媒体伦理的相互关系问题，便

成为研究媒体伦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当代社会与媒体传播 
 

汉斯-沃尔夫冈•黑斯勒说：“媒体及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持续快速发展，促使人们继农业社会和工业

社会之后又提出了传媒社会的概念。”（1）传媒社会这一概念的提出充分表明了传媒在当代社会中的

重要地位。传媒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首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科学以及技术推波助澜的结

果。经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产生全球市场的需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当市场

很小时，没有人能得到任何的鼓励，去专门从事一种职业，这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把自己的劳动产品

的远远超过自己消费的剩余部分，去交换他所需要的其他人劳动的剩余部分产品。”（2）这就是说，

经济发展需要不断细化的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社会分工依赖日益发达的商品交换，日益发达的商品交

换则取决于不断扩大的交易市场。因此，经济（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必然导致市场的日益扩大，最终

必然会走向全球市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其他社会领域或迟或早也必然会走向全球化。另一方面，经

济的全球化必须得到科学以及技术的支持。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经济资源（资本、信息、劳动力、原材

料、最终产品等等）的全球交换和全球分配，但是，假如没有一种技术手段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方便快捷

地传播信息和数据，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方便快捷地运送劳动力、原材料和最终产品，那么，经济全球化

必然难以想象。因此，科学以及技术发展所提供的传播信息、数据和图像的媒体（报刊杂志、广播电

视、计算机网络），以及运送劳动力、原材料、劳动产品的工具（汽车、火车、轮船、飞机），成为经

济全球化得以实现的必要手段。科学以及技术作为经济全球化实现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社会其他领域

全球化实现的必要手段。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包含数据、图像在内的信息的全球化最能体现当代社会的

本质特征，因而作为信息传播工具的技术手段——媒体便是最能体现当代社会本质特征的载体。正是在

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用“传媒社会”这一概念来概括当代社会。 
当代社会作为传媒社会，内在地包含了媒体的语言霸权的可能，因而内在地包含了媒体操纵的可

能。我们所说的传媒，主要是将媒体作为一种“媒体语言”，并通过媒体语言传播信息。在古代社会



（即自然经济社会），人们的交往范围十分狭小，人们相互之间的信息传播主要是面对面的传播或者通

过口碑进行传播，因此，人类的自然语言足以满足人们相互之间传播信息的需要。在当代社会（即市场

经济社会），人们的交往范围延至全球，人们相互之间的信息传播常常是远距离的传播或者是对众多受

众的传播，特别是一些重大信息的传播更是如此，因此，人类的自然语言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相互之间传

播信息的需要，因而必须借助媒体语言才能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人们喜欢用“地球村”来形容“全球

化”，其实“地球村”并不表示当代社会“物理空间”的实际缩小，而仅仅表示当代社会“全球化”背

景下的技术手段使人们之间的信息传播和实际资源的运送，方便快捷得足以达到古代社会同一村庄中村

民交往的水平。因此，如果说古代社会人们仅仅借助自然语言进行信息传播的话，那么，当代社会人们

不仅需要借助自然语言进行信息传播，而且更需要借助媒体“放大”自然语言，即借助媒体语言进行信

息传播，特别是对众多受众的重大信息的传播主要依赖媒体语言。在当代社会的两种语言系统中，自然

语言处于双重劣势之中：其一，相对于古代社会的自然语言而言，古代自然语言因其能够传播到人们实

际交往的主要范围（自然村庄），因而属于唯一的信息传播语言；当代社会的自然语言因其远远不能传

播到人们实际交往的主要范围（地球村），因而（对于重大信息来说）仅仅属于辅助的语言。其二，相

对于媒体语言而言，自然语言无论在传播速度、传播频率方面，还是在传播范围、传播形式方面，都远

非媒体语言所能比拟。媒体语言的优势地位集中体现于：媒体语言是适宜于在地球村范围内交往的唯一

语言。自然语言的劣势与媒体语言的优势，使媒体语言内在地包含了语言霸权的可能，即一旦存在某种

需要，媒体语言有能力“淹没”某些自然语言、按照特定的需要操纵大众的价值观念。在媒体语言内在

地包含了语言霸权之可能的情况下，谁若操纵了媒体，谁就操纵了媒体语言，因而也就可以利用媒体语

言进行语言霸权。 
 

 

二、媒体传播与媒体操纵 
 

媒体语言作为适宜于在地球村范围内交往的唯一语言，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常常存在着媒体操纵

的情况，从而将语言霸权的内在可能变为现实。当代社会既然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地球村”，并且媒体

语言是适宜于在地球村范围内交往的唯一语言，那么，媒体语言就承担着公众语言代言人的角色。因

此，媒体语言就应该是一种公正语言，应该负有人类的共同使命，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媒

体有责任去维护舆论的多样性和公开性，以及社会的生活结构。真实而公正，新闻与评论的分离，以及

考察方式的前后一致，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新闻工作活动的必要准则。”（3）换句话说，尽管媒体作为

报纸、杂志、无线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等，其实都不过是一些中性的传播工具，本身并不包含价

值意义，但是，媒体语言作为适宜于在地球村范围内交往的唯一语言，不可能不具有价值意义。然而，

任何媒体作为投资的产物，其控制权不可能属于所有的社会公众，媒体总是属于一定组织的媒体，这样

便存在着媒体的社会责任和掌握媒体主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媒体的社会责任与掌握媒体

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表现为三种形式：其一，媒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掌握媒体的主体的利益相互

一致，这时掌握媒体的主体设计和传播的信息总是既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又符合掌握媒体主体自身的

利益；其二，媒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掌握媒体的主体之间的利益相互不一致，但是，掌握媒体的主体为

了社会大众的利益，宁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承担社会责任，这时掌握媒体的主体设计和传播的信息便

是在牺牲自我利益的情况下满足了社会大众的利益；其三，媒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掌握媒体的主体之间

的利益相互不一致，但是，由于媒体语言的霸权潜能可以使掌握媒体的主体有利可图，所以，掌握媒体

的主体在缺乏伦理精神的情况下，便会为了与公众利益相冲突的一己私利，通过媒体语言霸权的形式，

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这就是媒体操纵。媒体操纵将媒体语言霸权的可能变成了现实。 
媒体操纵是掌握媒体的主体对于媒体的操纵，因而我们可以从掌握媒体的主体的角度为媒体操纵分

类。由此出发，媒体操纵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政治操纵。政治操纵就是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各类可

以操纵政治权利的人物），或者利用政治权利直接控制自己管辖地区的公法人性质的媒体，成为公法人

性质的媒体的控制主体，以便达到操纵媒体的目的；或者采用政治压力和利益交易的手段，间接控制自

己管辖地区的私法人性质的媒体，从而使私法人性质的媒体在某些方面成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以便操

纵媒体。其二，经济操纵。经济操纵就是经济组织和经济人物（企业家、大亨等等）利用手中巨大的经

济实力，或者直接控制某些私法人性质的媒体，成为这些私法人性质的媒体的控制主体，以便操纵媒

体；或者通过钱权交易等等手段，间接控制公法人性质的媒体，从而使公法人性质的媒体在某些方面成

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以便操纵媒体。其三，媒体操纵。相对于本文讨论的媒体操纵而言，这里的媒体

操纵属于“狭义的”媒体操纵，指媒体组织和媒体人物（传媒巨头、重要记者等等）利用自己手中掌握

的媒体权利直接操纵媒体。无论是公法人性质的媒体组织还是私法人性质的媒体组织，无论是公法人性



质媒体组织中的媒体人物还是私法人性质媒体组织中的媒体人物，它们都具有直接操纵媒体的便利条

件，以及通过利益交换的手段，联络其他媒体组织和媒体人物联合操纵多家媒体的便利条件。媒体操纵

主要指上述三类媒体操纵。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上述三种媒体操纵常常相互渗透，共同构成巨大的媒

体操纵网络，从而构成巨大的媒体语言霸权。 
媒体操纵作为一种语言霸权，作为“淹没”某些自然语言（特别是反对语言）、按照特定的需要操

纵大众的价值观念，以便在公众利益的幌子下实现与大众利益相冲突的媒体操纵者一己利益的特殊手

段，具有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在多种多样的媒体操纵的形式中，最为常用也是操纵程度最高的形式主

要有两种：其一，掌握媒体的主体为了某种与大众利益相冲突的一己私利，在大众利益或公正的幌子

下，设计出本质上违背大众利益且符合自己一己私利的新闻、广告，或者其他形式的信息内容，通过新

闻传播、记者采访、广告发布等等形式“淹没”对立的自然语言，操纵大众的价值观念，引导大众语言

的价值方向。其二，掌握媒体的主体不专门设计某种新闻、广告或其他形式的信息内容来服务于某种与

大众利益相冲突的一己私利，而是采用“巧妙篡改”的形式来服务于某种与大众利益相冲突的一己私

利。即：在中立的幌子下转述其他媒体的消息或其他人物的语言，但是，在转述的过程中，或者对于转

述的内容进行某种巧妙的篡改，或者对于转述的内容进行符合自己一己私利的筛选。结果，看似公正的

转述，却实际上操纵了媒体，巧妙地操纵了大众的价值观念，引导了大众语言的价值方向。媒体操纵的

上述两种形式典型地表现了媒体的语言霸权，这一霸权在公正舆论的幌子下“淹没”了一切异己的自然

语言，作为一种声音向社会发布，结果造成了当代社会单向度的人，例如疯狂崇拜某种明星的人，疯狂

崇拜某种时尚的人等等。不仅如此，语言霸权造成的当代社会单向度的人作为媒体操纵的产物，常常成

为“颠倒黑白”的单向度的人，例如颠倒了正义行为和非正义行为，颠倒了优质产品和伪劣产品，颠倒

了寻常歌手和优秀歌唱家……。由此可见，媒体操纵与道义背道而驰。  
 

三、媒体操纵与媒体伦理 
 

媒体操纵使媒体远离自己“公众语言代言人”的角色，远离自己应该承担的人类的共同使命和社会

责任。因此，媒体语言在媒体操纵下，已经不是“公正语言”。为了防止媒体操纵，确保媒体能够有效

承担人类的共同使命和社会责任，恢复其为“公正语言”，除了通过立法（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来保

证媒体传播承担人类的共同使命和社会责任之外，必须进行伦理调控。对于媒体操纵的伦理调控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媒体主体的独立化。媒体主体的独立化，就是媒体主体必须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主体地位，

这是防止媒体操纵的第一个条件。媒体主体的独立化，首先能够防止媒体的政治操纵。政治操纵与经济

操纵和（狭义的）媒体操纵不一样，它可以在一个地域内操纵所有的媒体。尽管西方国家标榜自己新闻

自由，但是，我们仍然经常看到政治权利操纵媒体的现象。因此，保持媒体主体的独立地位，就可以保

证媒体不沦为政治的工具，从而“不屈从任何政党的愿望和要求，也不追随某种信仰、信念及某种世界

观；不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政府、某一特殊集团和某个人的工具，而是自由地、平等地、公开地和无所畏

惧地服务于全体人民。”（4）媒体主体的独立化，其次能够防止媒体的经济操纵。与媒体的政治操纵

比较起来，任何一种经济操纵都是有限的操纵。也就是说，媒体的政治操纵可以左右一个地域（例如一

个州、一个国家）的全部媒体，但是无论如何强大的经济组织，都不可能操纵一个地域（例如一个州、

一个国家）的全部媒体，这不仅是因为无论如何强大的经济组织都难以有操纵一个地域全部媒体的经济

力量，而且是我们不能设想某个地域中所有的媒体作为独立主体，都同时缺乏媒体公正。 
第二，媒体公约的民主化。媒体公约的民主化，就是媒体共同遵守的公约必须按照民主的程序来形

成，这是防止媒体操纵的第二个条件。媒体一旦在地球村中取代了自然语言而成为适宜于在地球村范围

内交往的唯一语言，它就必须成为公众语言的代言人。因此，媒体语言虽然也可以体现掌握媒体的主体

的某种利益，但是，它必须是代表公众意愿的公众喉舌，并且它所体现的掌握媒体的主体的某种利益不

能与公众意愿相互冲突。虽然媒体主体的独立化可以防止媒体的政治操纵与经济操纵，但是，媒体自身

同样可以操纵媒体。为了保证媒体不被媒体自身操纵而能够成为公众语言的代言人（公众意愿的喉

舌），必须制订相关的媒体公约，这里主要指涉及媒体的相关道德规范。我们认为，既然制订媒体公约

的目的在于使媒体语言能够成为公众语言的代言人（公众意愿的喉舌），那么，制订媒体公约必须体现

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精神，即“任何涉及当事人的决断都应该体现当事人的意志。就此而言，应用伦

理学所倡导的‘道德上的共识理论，可以理解为民主原则向伦理学的一种推广’”（5）。国内学者甘

绍平曾在自己的著作《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中，特别比较了“民主的政治”与“民主的道德”，

并由此强调应用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或规范（包含媒体公约）应该得到普遍同意。他认为，“民主的政治

决策取决于投票中的多数的赞同，而民主的道德原则或规范则不能取决于多数人的投票，因为多数人的



赞同有可能与某些个体的道德自主性相冲突，所以这种原则或规范只能来源于理论论证基础上的普遍同

意。”（6）我们赞同这一观点，并且认为，媒体公约所包含的普遍同意，恰恰体现了媒体公约的民主

化，即媒体公约制订程序的民主化。当然，媒体公约的普遍同意，或者说媒体公约制订程序的民主化，

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当事人都直接参与媒体公约的制订，因为这样做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但是，通过那些

在道德上和专业知识上能够代表公众意愿、公众利益的专业组织来制订媒体公约，则不仅必要而且可

能，并且也实际体现了媒体公约的普遍同意，或者说体现了媒体公约制订程序的民主化。 
第三，媒体监督的立体化。媒体监督的立体化，就是必须通过立体化的媒体监督系统监督掌握媒体

的主体对于媒体公约的遵守情况，这是防止媒体操纵的第三个条件。媒体监督是保证媒体公约能够得到

良好遵守的必要条件。有效地实行媒体监督其实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媒体监督的主体是谁的

问题。从理论上说，既然媒体公约是当事人普遍同意的产物，是一种民主化的产物，那么，媒体监督的

主体必须是所有的当事人，以及所有当事人的委托人。因此，媒体监督的主体应该是所有的当事人以及

所有当事人的委托人所构成的立体化系统。从所有当事人的角度看，监督媒体与制订媒体公约不一样，

制订媒体公约不可能让所有的当事人都参加，但是，监督媒体却可以让所有的当事人都参加，因为所有

的当事人都是媒体的实实在在的受众。不过，所有当事人作为媒体的实实在在的受众，只是没有专业知

识的零星“散户”，因而他们对于媒体的监督只能属于最初级的监督形式（“举报”、“投诉”），所

以除了所有当事人的监督之外，还需要借助专门的委托人（组织）实行媒体监督。从所有当事人的委托

人的角度看，委托人作为组织应是一种立体化的组织系统。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将媒体监督仅仅委托给

某一个组织或某一类组织，因为某一个组织或某一类组织常常会因自身的利益需要与媒体操纵同流合

污，特别是在一些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地方更是如此。例如，中国一些地方的消费者协会，常常由于物质

利益的驱动，“在消费者协会推荐”的名号下，勾结企业共同欺骗消费者。因此，由委托人构成的媒体

监督主体应该是立体化、因而能够相互再监督的监督主体，应该同时包含相关的政府组织、相关的协会

组织和相关的媒体自身的自律组织。其二，媒体监督的监督方式问题。媒体监督的监督方式应该以科学

的媒体信用系统为基础。媒体的信用系统可以是社会信用系统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是单独的仅仅属于媒

体的信用系统。媒体信用系统应该根据媒体公约确立两个子系统：一个属于常规的征信系统，通过信息

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发布、信息查询，使所有媒体组织和人物始终受到“媒体诚信档案”的警戒，并

使那些操纵媒体的组织和人物及时受到“媒体信用档案”的惩罚；另一个属于非常规的控制系统，通过

不定期的举报、投诉、监督和处理，随时纠正各种各样的媒体操纵行为。 
总之，媒体主体的独立化、媒体公约的民主化和媒体监督的立体化，虽然不能说是防止媒体操纵的全部

措施，应该是防止媒体操纵的主要措施。媒体一旦不被操纵，尽管还会存在其他各种媒体伦理问题，但

是，由于涉及到媒体的各类主体可以站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来对话，因而在解决其他媒体伦理问题

时将更加容易达成共识。 
 

 

注释： 
（1）       乔治•恩德勒等：《经济伦理学大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9页。 
（2）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3）       《经济伦理学大辞典》，第310页。 
（4）       《经济伦理学大辞典》，第310页。 
（5）       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6）       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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